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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内涵、路径取向与分配定位：
对共同富裕关键理论问题的探讨

□ 杨立雄

摘要： 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概念的理解存在泛化趋势，对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取向存在模糊认识，对再分

配和第三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定位不清。 本文认为，应聚焦共同富裕的收入本质，促进共

同富裕战略的落地；将发展经济、提高收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分配制

度；改进再分配结构，提升社会支出公平性；准确定位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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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标追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毛泽东提出

“共同富裕”概念，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缩小农村收入差距；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邓小平提出共同

富裕理论，共同富裕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采取先富带后富发展路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 进入新

时代，在实现全面脱贫后，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实施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要求全体人民在 ２０３５ 年向共

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 ２０５０ 年中国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提出后，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产生了大量理论研究文献。 这些文献进一步丰

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外延，提升了共同富裕的理论层次。 但至今对共同富裕的理解

仍然存在争议，部分关键理论问题亟待厘清。 为此，本文将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取

向以及两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的定位进行探讨。

一、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泛化，还是聚焦？

（一）共同富裕概念的泛化

目前对共同富裕概念的内涵存在两种理解：一是狭义理解，即将共同富裕限定于经济范畴，将其理

解为解决绝对贫困之后继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１］，或是理解为中低收入者从增长中获得比其他人群更

多的一种收益状态［２］；二是广义理解，即将共同富裕从经济学范畴扩展到精神文明和政治范畴［３］［４］［５］，
甚至成为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维度的综合性概念［６］［７］。 从共同富裕概念的发展演变看，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学者们对共同富裕内涵的理解多限定于物质文明，少数学者将其扩展到精神文

明，但是最近学者将其内涵进行了极大扩展。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将“富裕”从物质内涵扩展

到精神富裕、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等内容，甚至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平等权利、精神文化等内容，成为具

有全时空性、全方位性、全民性、全过程性的现代化概念［８］［９］；二是将“共同”扩展到“均等” “平等”，包
括机会均等、权利平等［１０］，不仅包含财富的共享度，还包括机会、地位、权利、发展等方面的公平度［１１］，
将“共有”“共建”“共享” ［１２］，或“全民”“全面”“共建”“渐进” ［１３］归结为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基于泛化的共同富裕概念，部分研究者建构了越来越复杂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表 １）。 比较表 １
中几位学者建构的指标体系，李实构建了两级指标体系，指标数量共 ６ 个；其他研究者则构建了三级体

系，指标少则近 ２０ 个，多则超过 ８０ 个。 这些指标体系已远远超出共同富裕的内涵，也超过了人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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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成为国家治理或者国家现代化的衡量指标；还有一些指标是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以及生态环

境的混杂，收入、分配等关键性指标则被淹没在一堆杂乱的指标体系当中。
表 １　 部分学者建构的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比较

学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李实［１４］ 收入、财产、基本公共服务
每个一级指标下设“水平”和“共享”两个指
标，共 ６ 个指标

无

刘培林，等［６］ 总体富裕、发展成果共享
收入水平、财富水平、物质财富、生产率、人
群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

１９ 个指标

陈丽君，等［７］ 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
富裕度、群体共同度、区域共同度、教育、医
疗健康等 １４ 个指标

８１ 个指标

胡建兰［１５］ 人民主体性、发展的富裕度、富裕
的共同度

政府、社会、个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
１０ 个指标

未明确

蒋永穆，豆小磊［１６］ 人民性、共享性、发展性、安全性
主体综合素质、主体发展环境、主体参与度、
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等 １４ 个指标

３４ 个指标

解安，侯启缘［１７］ 就业与收入、社会福利、生活质量、
健康状况、人力资本、精神生活

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稳定性、家庭收入来
源、财产性收入占比等 ２３ 个指标

未明确

　 　 说明：此表由作者自行整理而得。

（二）共同富裕内涵辨析

梳理共同富裕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共同富裕作为一个政策目标提出时有着较为清晰的内涵，其
本质包括了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逐步实现农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

活” ［１８］４４２。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富裕的目标是改变农民普遍贫穷落后的生存状态。 其后，毛泽东多次谈

及共同富裕并将其含义聚焦于提高生产力和增加收入。 毛泽东曾说：“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使
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

民。” ［１９］８３８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提出和确立的“富裕”目标是：第一步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均收入达到 ５００ 美元；第二步是到 ２０ 世纪末，人均收入达到 １０００ 美元；第三步是在 ２１ 世纪

用三十年到五十年，人均收入达到 ４０００ 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２０］。 邓小平所理解的“共同”，
不是“同步”，更不是“同等”，而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这种简

单清晰的目标极大凝聚了社会共识，通过采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径，逐步实现富裕的目标。
进入新时代，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目标。 从结构安排看，“共同富裕”放在公报“二○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

标”处，即“人民生活更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从文字论

述看，共同富裕与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分开论述，共同富裕并未统领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 十九届五中

全会将共同富裕的目标确立为“人均 ＧＤＰ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

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

的实质性进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列论述，并将共同富裕指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共同富裕与“权利平等”“公共服务均等”也存在明显区别。 权利平等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对公

民而言，权利平等主要指机会平等和法律主体资格的平等，而不是结果意义上的平等［２１］。 尽管部分经

济学家提出权利贫困是导致贫困的根源之一，消除贫困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实现权利的平等［２２］［２３］，但它

并不能实现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不能达致共同富裕。 事实上，公平的收入分配是承认差距的存在，作为

公平的正义应当“允许在一个良序社会中承认优越性的价值” ［２４］。 即使作为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

权利平等已成为福利国家的基本准则，所有公民均可享受社会通行标准的文明生活，但是这种社会通行

标准仍然只能满足公民的基本需要。 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完善和福利水平的提升，社会权利也在日趋

丰富，并在一定程序上纾解了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但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中仍然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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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国）。 而公共服务均等是指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趋于相等，但这种相等是相对的。 基本公共服

务具有纯粹公共物品的特征，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个人的权利，也是国家的责任。 根据罗尔斯正

义理论，社会成员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应是底线均等，基于差别原则，某些群体可以享受额外的照顾和

优惠。 基本公共服务面向所有公民，但重点保障对象为处于弱势地位或经全社会多数成员认可的特定

人群，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目标并不为公民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而只是提供基本标准甚至最低标准的

国家保障。 即使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由于其“底线平等”特征，仍然存在服务质量、服务水平

的差距；一般公共服务则因准公共物品特征以及福利服务的地域化而必然导致群体间、地区间和城乡间

的差距。 权利不平等和公共服务不均等固然是造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促进权利的平等和公共

服务的均等也只能保障机会平等而非结果相等，保障底线公平而非富裕生活。
（三）聚焦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

作为国家层面的发展目标，共同富裕的内涵宜简不宜繁。 无限制地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不仅偏离

了共同富裕的本义，也不利于共同富裕的落地。 重新聚焦于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收入，有利于公众

的理解、资源的聚焦和政策的实施。 基于此，需要从两方面制定共同富裕的考核指标：一是共同富裕的

收入水平测量指标。 衡量收入的指标较多，使用较为普遍的是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 尽管对以 ＧＤＰ 体

系来核算国民经济活动存在较大争议［２５］，但至今仍未找到更好的指标来替代［２６］。 通常，在进行总量比

较时多采用 ＧＤＰ 指标，但在反映人均国民收入时，则多采用国民总收入（ＧＮＩ）指标，通常人均 ＧＤＰ 稍

高于人均 ＧＮＩ，但二者差别并不大。 世界银行采用人均 ＧＮＩ 作为划分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

间的标准，根据 ２０１３ 年标准，低于 １０４５ 美元的国家或地区为低收入经济体；１０４５～１２７４６ 美元为中等收

入经济体，１２７４６ 美元以上属于高收入经济体。 ２０２０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首次超过 １ 万美元，达到 １０５０４
美元，稍低于高收入经济体标准；经购买力平价（ＰＰＰ）折算后的人均 ＧＮＩ 为 １７２００ 美元，稍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１７５３５ 美元）。 ２０２０ 年，共有 ７３ 个经济体的人均 ＧＮＩ 超过中国，这些国家的中位收入为 ３８５７０
美元①。 假设这些国家的人均 ＧＮＩ 以 ２％、３％和 ４％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人均 ＧＮＩ 的增长率分别要

达到 ７．６％、８．６％和 ９．６％，这样才能保证在 ２０３５ 年达到这些国家的中位水平。
二是共同富裕的收入结构测量指标。 衡量收入差距的方法较多，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有两种，

即五等分比差法和基尼系数。 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来看，ＯＥＣＤ（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经合组织）采用 ５ 个指标衡量收入不平等，即基尼系数、Ｓ８０ ／ Ｓ２０（即 ２０％最富

有者与 ２０％最贫穷者的平均收入之比）、Ｐ９０ ／ Ｐ１０（即第九个十分位数的上限值与第一个十分位数的上

限值之比）、Ｐ９０ ／ Ｐ５０（即第九个十分位数的上限值与中位收入的比）、Ｐ５０ ／ Ｐ１０（收入中位值与第一个十

分位数的上限值的比）、帕尔马比率（Ｐａｌｍａ ｒａｔｉｏ）。 可支配收入最高的 １０％人群所获得的全部收入份额

除以可支配收入最低的 ４０％人群所获得的全部收入份额），但较为普遍使用的仍是基尼系数。 世界银

行的估算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为 ０．３８５（２０１６ 年）②，从高到低排列，在世界上中国位列第 ７３ 位，稍高于

世界平均值（０．３８３）③。 ＯＥＣＤ 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 ２３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基尼系数中，最高为哥斯达黎

加，０．４７８；最低为斯洛伐克，０．２２２；平均值为 ０．３１３④。 同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０．４６５）远高于上

述国家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把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做为测量共同富裕的指标，简单、清晰且可行，但是中国要在 ２０３５ 年保持收

入的稳定增长并保持收入差距的持续缩小却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 上述计算表明，中国要在 ２０３５
年达到高收入标准国家的中位水平，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率至少要保持在 ７％以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经济快速增长，但是近期经济增速放缓趋势明显。 １９８２—２０２０ 年，我国 ＧＤＰ 年均增速达到 ９％以上，但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ＧＮＩ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Ｐ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ＮＰ．ＰＣＡＰ．ＰＰ．ＣＤ？ ｙｅａｒ＿ｈｉｇｈ＿
ｄｅｓｃ＝ ｔｒｕｅ．

世界银行采用的基尼系数计算方法与中国政府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因而基尼系数有所不同。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ｇｉｎｉ－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ｙ－ｃｏｕｎｔｒｙ．
这些国家分别是：哥斯达黎加，保加利亚，美国，英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罗马尼亚，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卢森堡，爱莎尼亚，加

拿大，荷兰，法国，匈牙利，瑞典，奥地利，比利时，挪威，捷克，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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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经济增速逐年下降，尤其是近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增速下降明显，２０２０ 年已

降至 ２．３％。 受疫情影响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保
持 ＧＤＰ 年均 ７％的增速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样，缩小收入差距也非易事。 自 ２００８ 年来，我国基尼

系数持续下降，但下降速度较为缓慢，１１ 年间仅下降 ５．３ 个百分点。 假设在 ２０３５ 年将基尼系数下降到

０．４ 以下，则从 ２０１９ 年算起，至少要下降 １４ 个百分点；假设要在 ２０３５ 年将基尼系数降至 ０．３５，那么在 １６
年时间内至少要下降 ２５ 个百分点，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取向：发展还是分配？

（一）共同富裕的探索

１９５３ 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由中共中央通过，其中正式提出

了“共同富裕”这个概念。 该决议提出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

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２７］。 １９５５ 年毛泽东针对农村开始出现新富农和贫

农的分化现象，进一步提出，要“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

裕起来” ［１８］４３７。 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要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工业，因为“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

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 ［１８］４９３。 还要重视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只要合作化了，
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地富裕起来” ［１９］２６１同时，还要有长期打算，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大概要经过十个五年计划，这虽然长，但“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

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 ［１８］４９５。 毛泽东很早就提出了共同富裕问题，重视农民群体，强调走合作化道路

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共同富裕，并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中共同富裕的长期性。
总结经验教训，把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富裕的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首

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

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２８］邓小平选择了“先富

带后富”的发展道路，允许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

达到共同富裕。 应该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国力还是居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提升。 １９８０—
２０１９ 年，我国国民总收入从 ４５８７．６ 亿元增长到 ９８３７５１．２ 亿元，４０ 年间增长了 ２１４ 倍；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２４７ 元增长到 ３０７３３ 元，４０ 年间增长 １２４ 倍①。 但在迈向富裕的道路上，市场经济的特性及其带来的

群体间和地区间差距持续拉大。 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８０—２００５ 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从０．２３６６
（农村） ／ ０．１６（城镇）②上升至 ０．４８５③，区域间差距（泰尔指数）由 ０．０２３１ 上升到 ０．０３７２④。

共同富裕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即：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分配公正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关键手段，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经济发展的分配只能走向共同贫穷，没有分配正义的

发展最终导致两极分化并损害经济发展；只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二）发展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

一些学者认为，与前两次共同富裕的发展背景不同，进入新时代，我国 ＧＤＰ 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
均 ＧＤＰ 超过 １ 万美元，并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全面小康。 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

在于如何切好蛋糕，即解决收入分配、公共保障等“短板”问题以及如何实现共享［４］［２９］［３０］。
固然，中国经济总量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且与第一位的差距逐渐缩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

过 １ ／ ６，对世界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居中间

偏后，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１０４３５ 美元，但仍未达

到世界平均水平（１０９１０ 美元），与高收入国家（４３９５０ 美元）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我国现有人均

ＧＤＰ 与 １９７５ 年的瑞典、１９７８ 年的美国、１９７９ 年的德国和法国、１９８０ 年的澳大利亚、１９８１ 年的日本、１９８６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摘编自《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数据来源：刘晓东，卢青．中国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实证分析［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１（６）：１５－２５＋１２９－１３０．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２０２０》。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人均 ＧＤＰ 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统计（１９７８—２００７），摘自《中国发展报告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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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英国、１９９４ 年的韩国相当。 从发展速度看，我国人均 ＧＤＰ 从 １０００ 美元到 １ 万美元，花了 １９ 年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而日本（１９６６—１９８３ 年）和韩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４ 年）只用了 １７ 年。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西方国家普遍经历收入快速增长时期，其中冰岛、比利时、法国等增长 １０ 倍，西班牙增长 １６ 倍，日
本增长 ２０ 倍，在此期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

入快速增长，尤其是进入新千年后，人均收入进入高速增长期。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我国是唯一一个收入增

长接近 １０ 倍的国家①，但仍未达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西方部分国家的增长速度。 虽然在此期间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均在 ３ 倍以下，高收入国家只有 １．７ 倍左右，但是因为人均 ＧＤＰ 基数不

同，中国与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的绝对值拉得更大。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增速

放缓，部分国家经济倒退，中国经济也面临严峻挑战，ＧＤＰ 增速下降至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点，居民收入

增长缓慢。 面对严峻形势，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着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所以，在新形势下，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必然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
尽管发展是产生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源，但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不平等

问题因经济发展而产生，但缓解收入不平等仍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 研究表明，与普通家庭相比，
一些促进增长的改革为处于分配底层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收益，从而缩小了不平等［３１］。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的工业化国家，每个群体的收入都在增长，而收入较低的群体增长最快，不平等程度有所

下降。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当人均收入高于 ２０００ 美元后，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呈现相反的发

图 １　 世界各国人均 ＧＤＰ 与基尼系数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 （１）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ＰＣＡＰ．ＣＤ．（２）基尼系数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Ｉ．ＰＯＶ．ＧＩＮＩ．

展趋势［３２］。 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不发达

国家的不平等性是一个过渡阶段，一旦

这些国家的经济变得更加发达，这种不

平等就会逆转，并走上发达国家的“经
济增长—不平等下降”的局面（美国除

外）。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人均 ＧＤＰ 与

基尼系数呈现某种程度的反向关系，人
均收入高的国家，收入分配也更为均

等；相反，不发达国家（如纳米比亚、津
巴布维等）的收入分配更倾向于不均

等。 人均收入低于 ２ 万美元的国家中，
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 ０．３５，部分

国家甚至超过 ０．５；人均收入处于 ４ 万至

６ 万美元的国家，绝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

数超过 ０．３５（意大利和英国除外），人均收入高于 ６ 万美元的国家，只有美国的基尼系数超过 ０．３５（图 １）。

表 ２　 按收入五等分分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发展趋势（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

年份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中间组 ／低收入组 ３．７１ ３．７０ ３．７８ ３．７８ ３．６０ ３．３９
中间组 ／中间偏下收入组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２ １．６３ １．６１ １．５９
中间组 ／中间偏上收入组 ０．６５ ０．６６ ０．６５ ０．６５ ０．６４ ０．６４
中间组 ／高收入组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３３

　 　 说明：全国居民按收入五等分分组是指将所有调查户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从低
到高顺序排列，平均分为五个等分，处于最低 ２０％的收入群体为低收入组，本表数据为
不同分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２０２０》。

从中国收入差距发展过程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发展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倒 Ｕ 形曲线。 自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收入差距也在快速拉大，至 ２００８ 年基尼系数达到历史最高点（０．４９１），
此后基尼系数开始缓慢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下降至 ０．４６５；城乡居民收

入比也自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１４ 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５６。 尤其是实施脱贫

攻坚战以来，中低收入群体得到更

多受益，按五等分划分的居民收入

结构得到改善（表 ２）。 这表明，中
国经济发展质量在稳步提升，收入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ＧＤＰ．ＰＣＡＰ．Ｃ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ｓｔａｒｔ ＝
２０２０．访问日期：２０２２ ／ ０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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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结构逐步改善，经济发展仍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最优选项。 当然，这并不表明分配就无关紧

要，研究表明，不平等性的增加会导致相应份额的 ＧＤＰ 损失①，或缩短经济增长周期，导致发展陷

阱［３３］［３４］。 发展也不会自动解决分配问题，相反市场只能加剧不平等，为此，需要国家采取积极干预手

段来解决因发展而产生的分配问题。

三、共同富裕与两次分配：依靠政府，还是依靠社会？

（一）促进再分配的公平性

如果说“富裕”的责任主体在个人，个人需通过自己的付出才能过上美好生活，那么“共同”的责任

主体在国家，国家有义务建立起公平公正的初级分配市场，让劳动者致富；同时，政府还需要增加公共支

出，加大再分配力度，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 研究表明，增加公共支出，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发生率，减轻

不平等程度［３５］［３６］［３７］。 例如，增加教育投资可以减轻教育不平等程度，卫生领域的公共投资对减少健康

不平等尤为明显，对家庭和个人的转移支付直接影响收入；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还将促进经济增长，从
而提升人均 ＧＤＰ，并进而间接影响家庭收入［３８］。 对 ＯＥＣＤ 国家的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对降低收入不平

图 ２　 ＯＥＣＤ 国家公共支出与基尼系数比较（％ ｏｆ ＧＤＰ）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ｙ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ｒｇ ／ ｓｏｃｉａｌ －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ｈｔ⁃

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ｉｎｃｏｍｅ－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ｔｍ．

等的贡献达到 ２ ／ ３，而税收只贡献了 １ ／ ３［３９］；
对英国的研究表明，再次分配制度导致基尼

系数降幅接近 ３７％，其中福利制度则使基尼

系数降低了 １５％［４０］。 王延中等人对 ２０１０
年 ＯＥＣＤ 国家的研究表明，２０１０ 年部分国家

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的基尼系数变

化非常明显，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主要是

福利制度）调节后基尼系数平均下降了 ０．２
左右［４１］。 对 ２０１７ 年 ＯＥＣＤ 国家公共支出与

基尼系数的分析表明，公共支出占 ＧＤＰ 的

比重与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较弱的负相关

关系，即公共支出规模越大，不平等程度越

低（图 ２）。
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支出比例逐步增加，

再分配力度逐步增强，但社会保障结构有待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仍有待提升。 我国社会保障分为社

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保障人数和保障支出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形态，其中社会救助人次

数处于下降通道，“低保”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 ３％左右，社会福利局限于特殊群体，且福利服务水

平较低。 社会保障待遇群体、地区差距显著。 以养老金为例，２０２０ 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为每月 １７４
元，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达到每月 ３３５０ 元，后者是前者的 １９ 倍（其中贵州为 ３１ 倍，山西为 ２９ 倍，河
北为 ２７ 倍）；从地区差距看，城镇职工养老金最高地区（西藏）是最低地区（江西）的 ３．５ 倍，城乡居民养

老金最高地区（上海）是最低地区（贵州）的 １２ 倍②。 再看最低生活保障，２０２１ 年第三季度，以省份为单

位的农村低保标准，上海、北京、天津三地每人每月超过 １０００ 元，而青海、贵州和河南三地则低于 ４００
元，最高标准（上海）是最低标准（河南）的 ３．５ 倍；以省份为单位的城市低保标准，上海、北京和天津三

地保障标准超过 １０００ 元，湖南、河南、新疆和海南则低于 ６００ 元，最高标准（上海）是最低标准（海南）的
２．４ 倍；从城乡差距看，除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实施城乡同一标准外，其他地区均实行城乡差别保障标

准，其中西藏城乡低保标准比达到 ２．３ 倍，广西、贵州、云南、青海、甘肃、河南、河北、黑龙江均在 １．５ 倍至

２ 倍之间③。 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并未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４２］。

①
②

③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ｏｅｃｄ．ｏｒｇ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ｈｔｍ．
数据来源：《中国 ２０２０ 年分地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统计》《中国 ２０２０ 年分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统计》 《中

国统计摘要 ２０２１》。
数据来源：２０２１ 年 ３ 季度低保标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ｃａ．ｇｏｖ．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ｊ ／ ｔｊｊｂ ／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１０３ｄｂｂｚ．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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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化社会保障结构，促进社会保障公平性。 具体

措施如下。
一是进一步夯实社会安全网。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逐步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

础的社会安全网，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总体而言，我国社会安全网存在保障水平低、保障

人数少、保障项目不全等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对其夯实。 首先，制定发布全国统

一的低收入线制度，并建立全国低收入人口数据库。 国家低收入线由国家统计局制定和发布，各省份在

此基础上制定符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地方低收入线，但不得低于国家低收入线。 建立全国统

一的低收入线，不仅有利于比较各地区的贫困状况，评估各地区的反贫困效果，也有利于将资源向不发

达地区转移，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 其次，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基于贫困结构的

变化，适时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包括：改变最低生活保障中贫困线与救助线

合二为一、救助标准实行“补差”的做法，将贫困线与救助线分离，救助标准按等级发放；改变最低生活

保障中以家庭为保障单位、实行无差别保障的做法，以家庭结构为基准，遵循儿童优先、强弱有别和积极

福利原则，实行差别化救助；改变最低生活保障县级管理体制，将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制定权和发布权

收归中央，并由中央承担主要支出责任。 最后，建立最低养老金制度。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

严重偏低，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待遇存在巨大差距。 缩小养老金待遇差距，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最低养老

金制度，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参加最低养老金标准制定和发布，各地区参照国家最低养老金标准制

定本地最低养老金标准，但不得低于国家标准，也不得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二是建立福利化的家庭照料体系。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家庭照料负担问题日渐凸显，尤

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残疾人家庭、病患家庭及部分多子女家庭面临较为沉重的照料负担。 为此，当前亟

须针对上述人群建立福利化的家庭照料体系。 首先，完善学龄前儿童托育福利服务体系。 目前全球儿

童托育服务呈现公共化和市场化两种“去家庭化”发展模式。 从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看，儿童照料呈现

公共化趋势，中国在推动性别平等、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的同时，托育服务走向是推向市场，３—６ 岁学前

教育呈现产业化，０—３ 岁婴幼儿托育政策几乎空缺。 在快速老龄化、少子化的背景下，“去家庭化”的托

育服务应从市场化转向公共化，加大财政投入，减免低收入家庭儿童托幼费用，对入托的贫困儿童家庭

发放照料补贴，对托育机构在资金、场地、人员、税收等方面实施补贴与优惠，鼓励个人开办家庭式婴幼

儿看护点、寄养中心等，建立 ３ 岁以下托儿所、日托中心等公共托幼机构；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普惠性

的儿童照料服务体系。 其次，完善残疾人托养照料福利体系。 长期以来，残疾人照料护理责任由家庭承

担，随着老龄化和空巢家庭比例的快速上升，家庭越来越难以承担托残责任，为此亟待完善重度残疾人

照料体系，包括：充分利用现有闲置资源，如中小学校舍、乡镇（社区）卫生机构等，将其改造为托养服务

机构；加大中央和省级两级财政支持力度，整合残疾人“两项补贴”、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等现金补贴制

度，直接用于托养服务，或支付给护理机构；将公共资金支持对象从困难残疾人扩展到重度残疾人。 最

后，建立农村失能老年人照料体系。 老龄化危机的“旋涡中心”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目前，农村人口老

龄化率就已超出城市地区 ３ 个百分点以上，６０％的老年人、７０％以上的失能（残疾）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

区。 据预测，到 ２０３０ 年，农村老龄化率将高于城市 １０ 个百分点。 但农村尚未建立起社会化照料体系，
绝大多数老年人完全依赖于家庭成员的照料。 为此需要将养老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包括：加大农村养

老服务设施改造力度，并按老年人数量进行财政补贴；改革特困人员供养制度，以家庭经济状况和失能

程度为标准建立选择性、济贫性、兜底性的农村照料服务体系；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加大对农村居民

参保缴费的补贴力度。
三是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步伐。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确立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目标；“十二五”制定了首部公共服务专门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共八个方

面、８０ 项指标；《“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将指标增加到 ８１ 项；《“十四五”公共服务规

划》则将公共服务划分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三类。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国家发

改委等 ２１ 个部门发布《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２０２１ 年版》，确立基本公共服务最低标准。 经过 ２０ 年

努力，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保障能力全面提升，但区域、城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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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差距。 当前，应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程度，加快缩小地区、地乡间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包括：幼有所育方面，废除生育保险制度，建立生育福利服务制度，所有孕产女性享

有同等生育福利服务保障，所有婴幼儿享有同等健康管理权利；学有所教方面，加大学前教育支持力度，
扩大减免保教费儿童类别；劳有所得方面，不分城乡、不分地域，将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纳入就业创业和工

伤失业保险服务范围，享有同等权利；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方面，逐步缩小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与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差距，逐步缩小不同群体间养老金待遇差距；住有所居方面，加大农村住房改造力

度，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范围；弱有所扶方面，统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地区、城乡间的保障标准。
（二）正确认识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第三次分配是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必要补充，在缓解贫困、调节

收入分配、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均发挥一定作用。 但有些学者过于强调第三次分配在共同富裕中

的作用，认为其能克服初次分配的“市场失灵”，弥补再分配的“政府失灵”，还能引导各类人群实现精神

上的富裕［４３］，因而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４４］。 甚至有学者将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和

再分配的作用等同，提出建构市场、政府与社会“三轮驱动”的共同富裕发展路径［４５］。
上述观点是对慈善的一种误解，慈善从其产生之始，并没有承担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其主要职能

在于缓解社会问题。 如果说初次分配在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再分配在于促进社会公正，那么第三次分

配则主要在于调节社会关系，缓解社会问题。 研究表明，慈善和直接再分配可以更好地视为减少不平等

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４６］。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均对三

次分配做过论述，并对其做出了准确定位，即“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

配格局”“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慈善等第三次分配作用，改善收入

和财富分配格局”。

表 ３　 部分国家的个人捐赠与基尼系数比较

国家
个人捐赠额

／ ＧＤＰ 基尼系数 国家
个人捐赠额

／ ＧＤＰ 基尼系数

美国 １．４４ ４１．４ 德国 ０．１７ ３１．９
新西兰 ０．７９ ３２．５ 瑞典 ０．１６ ２９．６
加拿大 ０．７７ ３２．７ 奥地利 ０．１４ ３０．８
英国 ０．５４ ３４．８ 芬兰 ０．１３ ２７．１
南非 ０．５ ６３ 日本 ０．１２ ３２．９

新加坡 ０．３９ ３８ 法国 ０．１１ ３１．９
印度 ０．３７ ３５．７ 挪威 ０．１１ ２８．５

俄罗斯 ０．３４ ３６．８ 瑞士 ０．０９ ３３
意大利 ０．３ ３５．２ 西班牙 ０．０５ ３５．８
荷兰 ０．３ ２８．２ 捷克 ０．０４ ２５．４

澳大利亚 ０．２３ ３４．４ 墨西哥 ０．０３ ４６．３
爱尔兰 ０．２２ ３２．８ 中国 ０．０３ ３８．５

　 　 数据来源：个人捐赠额 ／ ＧＤＰ 来源于 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ＨＩＬＡＮ⁃
ＴＨＲＯＰ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ＤＰ， ｔａｘ ａｎ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６；基尼
系数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ｉ⁃
ｍａｒｙ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ｈｔｔｐ： ／ ／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ＰｏｖｃａｌＮｅ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从慈善捐赠的数量看，往往越不平等的国家，其慈善捐赠的数量越大。 “ＣＡＦ 世界捐赠指数”（ｃｈａｒ⁃
ｉｔｉｅｓ ａ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表明，过去 １０ 年捐赠总指数排在前十位的国家中，自由主义型的

国家占 ６ 个，分别是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英国①。 ２０２０ 年，美国捐赠额达到 ４７１４．４
亿美元，占到当年美国 ＧＤＰ 的２．３％②。 而

上述自由主义型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因

为慈善的分配而使其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

善，至今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仍处于发达

国家前列，其中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是发达国

家中最高的。 ＣＡＦ 世界捐赠指数显示，日
本无论是捐赠意愿和捐赠数额均居世界末

尾，２０１６ 年，日本个人捐赠额只有 ７７００ 亿

日元，仅相当于美国当年个人捐赠额的

１ ／ ４０，个人捐赠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也只相当

于美国的 １ ／ １０，但日本的基尼系数却比美

国更低③。 法国、挪威、捷克的捐赠额并不

高，但其不平等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表 ３）。
从短期看，向社会最贫困阶层进行收入转移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不平等程度，但因

为慈善规模太小④［４７］，所以从长期看对整个

收入结构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甚至有学者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ｃｏｍ ／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ａｎｋｉｎｇｓ ／ ｍｏｓｔ－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数据来源：Ｇｉｖｉｎｇ ＵＳＡ ２０２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资料来源：Ｋｕｃｈｉｋｏｍｉ，Ｗｈｙ ｄ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ｋｅ ｆｅｗｅｒ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ｕｇ． ３， ２０１９，Ｊａｐａｎｔｏｄａｙ， ｈｔ⁃

ｔｐｓ： ／ ／ ｊａｐａｎｔｏｄａｙ．ｃｏｍ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ｋｕｃｈｉｋｏｍｉ ／ ｗｈｙ－ｄ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ｍａｋｅ－ｆｅｗｅｒ－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ｄｏ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数据显示：中等收入国家的慈善规模最多相当于 ＧＤＰ 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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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慈善不仅没有减轻不平等程度，反而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和不平等的固化［４８］。 所以寄希望于通

过第三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切实际的。

结　 语

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理论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极大丰富了共同富裕理论体系；作为一

个政策目标，学术界建构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的指标体系，涵盖了国家发展的主要方面。 但在

拓展共同富裕理论体系、建构共同富裕指标时，出现了概念泛化倾向，超出了共同富裕的本来范畴，并导

致对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忽视；同时，部分研究对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认识不足，沉浸于经济

赶超发达国家的幻觉中，把分配不公当作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另外，尽管多数学者认同我国再分配力

度弱的问题，却忽视了再分配结构中的不公平性，并对第三次分配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 上述理论问题

不加以明晰，对实施共同富裕有害无益。
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 ２０５０ 年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宜简不宜繁。 基于共同富裕的两次探索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

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国务院的文件论述，共同富裕的内涵应聚焦于收入，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两个方

面确立政策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取向上，要充分认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国家的国

情，正视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把发展经济、提升收入水平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务，在发展中逐

步完善分配体制；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的关系，明确个人

是走向“富裕”的第一责任人，国家的主要责任在于完善分配体制，尤其是提升再分配的公正性；理性、
正确地认识第三次分配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收入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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